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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时期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及其空间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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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洛克时期, 大批华人移民来到砂拉越地区。 他们以方言为社群标识, 参与砂拉越地

区经济开发, 形成华语方言与砂拉越门类经济相呼应的空间景观。 随着布洛克政府领土拓展,
以巴扎为聚集形式的华人商铺不断出现, 成为砂拉越社会日常民生中的一道华人人文风景。 以

方言为区别性特征的经济产业及商铺, 构成了布洛克时代砂拉越华人经济独特的聚集模式。 它

在地理空间、 政治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维度上塑造了海外华人独特的区域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 布洛克时期; 砂拉越; 华人方言群体; 经济开发; 空间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４; Ｈ１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３９０７ (２０２５) ０５－００４１－０６

　 　 砂拉越州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 历史上曾隶属于文莱苏丹王国的版图。 １９ 世纪初, 由于文莱苏

丹对砂拉越首府古晋的原住民实施税赋政策, 引发了双方严重冲突。 １８４０ 年, 英国人詹姆斯·布洛克与

文莱苏丹联手镇压了古晋原住民的反抗, 从文莱苏丹手中接管了古晋的管理权。 次年, 詹姆斯·布洛克

在古晋地区建立布洛克王朝[１]。 随即以古晋为政治中心, 将管理范围逐渐扩大到更广的砂拉越地区。
布洛克执政前, 砂拉越多是未经开发的不毛之地, 不少地方尚存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布洛克

家族主理古晋后, 积极协同华人发展地方经济。 来自多地的华人方言社群, 凭借自身勤奋努力, 为砂拉

越地区开发了多门类经济产业, 并创建了大量商铺。 不同华人方言社群创造的产业经济以及族群商铺,
成为研究布洛克时期砂拉越华人社会人文的重要媒介。

一、 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经济互动

(一) 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产业开发

方言经济是以方言为纽带形成的具有聚集效应的社会经济。 在欠发达的多族群社会, 方言往往体现

民族特征, 是识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标志。 布洛克执政时期的砂拉越, 除了主政的英国人, 还包括以

伊班族为代表的原住民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等。 第一代布洛克时期, 有不少华人

从荷属西婆罗洲迁往砂拉越地区。 至第二代布洛克执政时期, 除了新加坡大量华人进入砂拉越参与生产

劳动外, 中国福建、 广东两省大量华人群体也陆续抵达砂拉越。 这些以闽南语、 客家语、 粤语等方言为

标识的华人社群, 凭借其社群优势, 对砂拉越地区多个产业进行了开发, 形成各方言群体主导不同产业

开发的经济现象。
学者山下清海对砂拉越华人方言社群分布进行了研究, 对包括闽南话、 潮州话、 客家话在内的七种

华人方言进行了系统调查[２]。 可以看出, “分时入驻” 与 “分区分布” 是华人在开发砂拉越经济时的基本

特征。 在砂拉越经济开发过程中, 华人并非一次性大规模涌入, 而是根据方言特征分批到达, 并居住在

砂拉越不同区域。 这为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的开拓与发展提供了前提。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 客家人受到

荷兰殖民者压迫, 率先从西婆罗洲越界前往砂拉越, 成为砂拉越地区较早有组织的方言社群。 他们在石

隆门地区成立公司, 主要从事采矿业务。 至布洛克时期, 客家人已在石隆门地区扎根, 并成为古晋地区



最大的华人采矿社群。 而潮州人进入砂拉越后, 较早在砂拉越垦殖胡椒与甘蜜作物, 他们会同一部分客

家人促进了砂拉越胡椒与甘蜜的开发。 到 ５０ 年代, 潮州头领刘建发带领的潮州方言群在古晋一带拓荒,
他们 “在种植甘蜜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 [３]。 随着 ７０ 年代后期继任者查尔斯·布洛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ｒｏｏｋｅ)
的土地政策改革, 农业土地开发在砂拉越地区达到新的高度。 １９ 世纪后期, 客家与潮州方言群在推动砂

拉越的胡椒与甘蜜垦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量华人投身其中。 据相关统计, 至 １８８０ 年, 仅古晋地区

的胡椒与甘蜜园丘就多达 ２０００ 多个①。 擅长经营贸易的闽南人则通过与新加坡的互动, 较早在古晋城区

设立了贸易据点。 他们与另一部分潮州人一起, 在古晋市区和砂拉越地区从事多种商业活动。 其间, 客

家、 闽南和潮州三个方言社群是砂拉越地区较为活跃的华人群体, 他们以方言为聚集特征, 在华人社群

主导着早期砂拉越的矿业、 农业以及商贸产业活动。
进入 ２０ 世纪, 布洛克政府的土地开发优惠政策得到广泛实施。 第二代布洛克协同华人头领开始从中

国直接招募工人, 以满足砂拉越经济开发需求。 １９００ 年前后, 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批移民, 在头领的带领

下, 从中国前往砂拉越。 来自福州及其周边城市的中国人, 在诗巫开辟农场, 他们对砂拉越橡胶产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 并形成以福州方言为纽带的橡胶产业开发集群; 邓恭叔带领的广东粤语方言群参与了胡

椒种植; 兴化方言社群迁入砂拉越后, 从事渔业工作。 据 «砂拉越华人史» 记录: 在砂拉越大规模的商

业领域中, 广府人常年把持着金行与钟表行业; 古晋及美里的锡匠多由客家社群经营, 他们也控制着裁

缝行业; 江浙社群操纵着家私家具行业; 咖啡馆生意则是海南社群的 “势力范围”; 诏安人主要在码头及

港口从事搬运工作; 煤炭生意多与雷州人有关[４]４９－６４。 这一时期, 以方言识别华人经济产业成为砂拉越的

普遍现象。 而不同方言的分区集聚, 进一步突出其在砂拉越的社群识别意义。 至布洛克政府统治结束时,
“乡族与方言等因素仍然控制着砂拉越的职业的门类性和差异性” [４]６３。 华人社群的方言性凝聚特征以及华

人方言在产业领域的标志性特征, 使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产业开发建立起较强的联系。
(二) 华人方言社群与华人商铺建设

商铺不仅是华人经济活动的产物, 也是砂拉越华人商务能力的象征。 布洛克家族执政古晋期间, 华

人在砂拉越开设了大量商铺, 它成为华人方言经济的另一类文化具象。 华人商铺的布局往往集聚性出现,
它们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河流附近以及各地政府营署周围附近。 布洛克时期, 华人商铺的布局模式反

映出其与当时砂拉越水路交通网络以及布洛克政府的政治扩张路径的一致性。
砂拉越地区河流众多, 形成主干、 支流发达、 密集的河运体系, 天然环境赋予了河流在商贸活动中

良好的货运价值。 在砂拉越的早期移民历史中, 不少人选择在砂拉越三大河流流域落脚, 并依赖河道实

现商业贸易。 布洛克执政前, 潮州商人就已经利用河运深入砂拉越内地, 同当地人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

行贸易往来。 被交换的物品收集到一定数量后, 再送往古晋大巴刹进行交易[５]３６。 在砂拉越, 峇丹鲁巴河

的上下游曾经是潮州人商业活动的主要区域, 而拉让江一带则成为福建人主要的开发江域[６]。 天然的水

上交通促进了早期沿河流域华人商铺的建设。 他们以古晋市区为主要中转站, 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境内商

业贸易网络。 作为内外商业贸易的媒介, 华人商铺在砂拉越地区不仅承担物资交换与经济交流的职能,
在古晋政府的政治扩张中, 华人商铺也协助政府巩固了新的政治版图, 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经济领地。

查尔斯·布洛克继承古晋政权后, 古晋政府不断向外扩张, 政治版图及内河贸易持续扩大。 二代布

洛克每扩张一处新土地, 均建立象征政治权力的堡垒 (或政府营署)。 新扩张的堡垒与华人在其周边建立

的商业店铺成为当时与砂拉越共存的社会现象。 早期的华商不仅利用优越的河道进行贸易活动, 还将商

业活动聚集区设立在政府营署附近。 这种模式从首府古晋一直延伸至砂拉越内陆各省区。 周丹尼②在对布

洛克时期政府城堡与商业市集的田野调查时观察到, 华人商铺与布洛克堡垒在空间布局方面表现出相对

一致性。 如 １８４９ 年, 布洛克政府在鲁巴河支流建造第一个堡垒詹姆斯堡, 在那拓荒的潮州人立即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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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刘宜强译 «沙捞越早期史料钩沉», 劳越古晋潮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 １９６６ 年。 引用自陈伟明、 聂浩然 «英属婆罗

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 (１８４０—１９４１) »,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 １ 期第 ８５ 页。
周丹尼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在砂拉越地区实地调研。 详见周丹尼著、 黄顺柳译 «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 砂拉越华族文

化协会, １９９０ 年, 第 ６４－７３ 页。



开设五间店铺。 由于地势较低, １８６４ 年, 政府将堡垒重建于成邦江地势较高的位置, 更名为爱丽丝堡。
随即, 商人们也跟着迁往成邦江。 在西里巴士河的木中区域, 商人们建立了巴刹, 而木中巴刹附近同样

也有政府设置的莉莉堡。 １８７５ 年, 随着诗巫的城堡建成, 华人巴刹在诗巫地区也获得快速发展。 １８８２ 年,
查尔斯·布洛克取得峇南盆地的控制权, 并建造了堡垒。 不久, 华人商铺在巴刹亦陆续出现。 堡垒和巴

刹成为砂拉越各个城镇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
在布洛克巩固与扩张政治区域的进程中, 华人商铺的布局与政治扩张的空间发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堡垒与店铺分别成为古晋政府获取政治土地和华人获得经济地位的象征。 政治堡垒的旗帜与华人商铺的

招牌, 为双方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标识。 前者象征布洛克政治领土的隶属确认, 而后者则代表着华人

在商业领域的空间认同, 它们成为布洛克政府与华人在砂拉越地区扎根的空间符号。 早期砂拉越华人视

海外谋生为临时生活, 目的在于赚取财富后早日归乡。 而随着商铺的建立及日渐稳定, 华人社群在民间

的日常互动中逐渐产生了族群归属感, 并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
霍尔 (Ｈａｌｌ) 认为, 语言在历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媒介作用。 在布洛克时期, 华人方言群体与

砂拉越的经济产业之间存在的互动, 塑造了具有独特标志性的产业文化景观。 华人方言群体所建立的商

铺, 以具体的物质形态使城市和乡村产生互动, 砂拉越地区的日常民生也融入华人方言经济体系之中。
华人商铺的大量出现, 增强了方言经济在砂拉越多族群中的辨识度, 华人经济在砂拉越的各个区域蓬勃

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商铺成就了华人与砂拉越之间在民间的一种持久性社会关系。

二、 华人方言经济的地理空间价值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 空间是群体为争夺特定社会秩序中地位的场所, 而景观体现了

社会关系。 在 «空间的生产» 一书中, 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一种能动的领域, 并将空间解构为空间实践、
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７]。 在砂拉越这个多族群社会中, 华人方言经济不仅优化了区域经济空间新格局,
还在政治维度提升了族群的发展空间, 并在推动区域空间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 方言经济与地理空间实践

１９ 世纪, 布洛克家族对砂拉越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 华人社群在经济领域亦取得

了显著成就, 实现了多领域产业经济的跨越。 早期客家方言群是婆罗洲矿业开采中一支庞大的群体。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石隆门的华人已达 ３０００ 多人。 巨大的产业经济利益甚至引起古晋政府的嫉妒, 最终导致双

方在 １８５７ 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 尽管经历了重创, 但到 ７０ 年代, 石隆门地区仍有超过 １０００ 名华人从事

矿产开采工作。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华人对砂拉越的矿业开发贡献颇丰。 广东人种植的胡椒与甘蜜分别在

１９ 世纪后期与 ２０ 世纪初成为砂拉越主要出口的农产品。 福州人在诗巫地区大面积开发的橡胶种植园, 橡

胶出口已占总出口额的 ８７％[５]４０－４２。 学者田汝康在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的当地调查中发现, 海南人经营的古晋咖

啡店在市场上的份额已达到 ８８％。 在商贸领域, 闽南人通过发达的贸易, 成就了他们在砂拉越强大的金

融能力[８]２７６。 华人以方言社群进行产业开发, 利用社群优势与砂拉越地区的农、 工、 渔、 副产业深度结

合, 发展多门类产业, 创造出地区优势产业, 从根本上改变了砂拉越较为原始的 “自然经济”, 优化了砂

拉越经济的空间结构。
华语方言以具体、 可识别性的存在形式, 将砂拉越华人从事的产业门类转化成具有空间意义的符号

形态, 进而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地域经济空间。 从华语方言的分析视角, 对砂拉越华人产业及其社群的地

理分布进行观察和记录, 可以为砂拉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依据。 其在产业类型分布

上的独特商业价值, 为各地华商从事砂拉越族群产业和开发投资提供信息支持, 从而更好地增进互信,
促进区域间商业发展与合作。

(二) 方言经济与政治空间互动

政治作为界定地理边界的一种手段, 其空间特征塑造着人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布洛克执政古晋

时期, 政府曾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华人社群, 并实施了多项措施以限制其社会活动。 以 １８５７ 年石隆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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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为例, 客家方言社群与古晋政府两大权力体系的利益冲突及长期积怨不断激化, 最终上升到政治冲

突, 导致千余名客家人伤亡, 许多客家人被迫离开砂拉越地区。 而政府在多个地区建立堡垒, 名义上是

欢迎华人开店经商, 实际是以堡垒为核心对各族群进行管理控制。 政府对砂拉越华人的制衡策略, 始终

贯穿于政治体系之中。
尽管对华人怀有警戒之心, 但殖民者也认识到华人在砂拉越社会乃至整个加里曼丹岛的作用。

１８４１ 年, 文莱苏丹将古晋的行政权力转交给詹姆斯·布洛克后, 便试图从布洛克手中重新夺回控制

权。 同时, 古晋地区的本土部落, 如伊班人等也不完全归服于新建的政权。 在内外紧张关系中, 布洛

克政府意识到与华人结盟、 进而平衡加里曼丹岛各界力量的重要性。 于是, 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

策, 大量华人迁入砂拉越地区。 不过, 华人也认为, 唯有经济实力才是制衡布洛克政治权力的有效途

径——— “只有赢得政府青睐才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而拥有政治特权” [８]２７５。 此后, 华人通过 “以
经济换政治” 的策略成为布洛克政府的 “盟友”。 石隆门事件之后, 潮州社群与闽南社群从客家社群

那里获得了古晋的部分利益, 他们与政府合作, 专注于经济发展, 避免发生大规模对抗, 为砂拉越华

商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
华人依托经济实力换取政治空间的有利地位, 得益于布洛克政府对华人较为有利的土地政策、 商业

经营许可以及管理法规。 在查尔斯·布洛克继任为第二代执政者期间, 政府曾多次颁布土地及垦殖法案。
其中, 种植奖励法案让利于垦荒者, 以促进华人社群在砂拉越的融入与发展。 土地法案惠及土地开发者,
带来了产业的欣欣向荣。 良好的政策导向为华人各社群在砂拉越的多种产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而华

人社群在砂拉越建立的多样化商铺, 不仅是其在政治领域获得话语权的物质基础, 也是华人与布洛克政

府进行抗衡的底气, 更是华人在砂拉越多族群社会中获得社会地位的根本保障。
(三) 方言经济与区域文化融合

布洛克时期, 政府设置华人管理制度, 给予华人在自我管理上的相对权力。 政府对华人社区的自治

亦高度认可。 根据当时的管理模式, 政府在不同地区设立了甲必丹 (Ｋａｐｉｔａｎ), 将管理职能下放至族群内

部, 由族群领袖负责管理各族事务。 在这种管理体系下, 华人不仅在政治领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

自由, 在经济领域也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经营自主权。 以方言为纽带的华语社群, 构建了 “社群成员—甲

必丹—总甲必丹” 的自主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为华人商铺的聚集及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自主空

间。 在社群内部, 社群头领优化族群关系, 增强群体间的凝聚力, 和谐的族群成为砂拉越社会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族群与社会关系上, 华人社群以商铺形式参与砂拉越的社会生活。 从早期与当地族群进行简单的

物物交易, 到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开店设铺, 为各族群提供商业服务, 华人与砂拉越各族群保持着良好的

日常交流。 一些华人社群及华人商铺在砂拉越地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闽南方言甚至一度成为

古晋金融贸易领域重要的沟通媒介。 古晋市区的海唇街和亚达街, 以及浮罗岸路沿线等, 至今华人商铺

依然密集, 这些均是华人经济在砂拉越地区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华人在砂拉越的社会贡献一度受到

当政者查尔斯·布洛克以及官方媒体 «砂拉越宪报» 的肯定。 在推动砂拉越社会发展、 提高城市经济实

力以及促进砂拉越社会文明的共建共享过程中, 华人以遍布各地的商铺为交流载体, 在砂拉越日常生活

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华人商铺成为华人各方言社群日常生活经验交流的重要场所, 它不仅是华人

在砂拉越社会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显性符号, 也是华人在经济领域中拥有社会地位与话语权的空间

象征。

三、 华人方言经济的人文空间价值

砂拉越地区华人方言经济在实现族群精神的自我表达、 族群文化认同以及族群的地方性文化构建等

方面, 亦展现出其独特的人文价值。
首先, 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是展现海外华人自我奋斗精神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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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土地政策, 成功吸引了大量移民参与土地开发, 从而促进了包括客家人、
福州人、 广东人以及兴化人在内的多个方言社群的经济活动。 在各方言社群的不懈努力下, 客家人农垦

区、 福州人农垦区、 广东人农垦区以及兴化人农垦区等创业区[９] 相继创立, 且多类产品被华人开发成砂

拉越的主要出口商品。 如福州人与橡胶经济、 兴化人与古晋渔业及交通运输、 海南人与咖啡经济等。 方

言社群与经济门类的互动彰显了华人各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不同经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们为砂拉越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正是华人社群的不断努力与倾力创造, 才使得华人经济成为砂拉越地区

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 华人的勤奋精神和奉献意识, 对世界华人而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它启发后代

创业者继承和发扬先人的务实态度以及积极上进的朴素品质。
其次, 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 也是文化认同与族群遗产的体现形式之一。
砂拉越方言经济的繁荣凸显了华人社群对中华文化的坚守, 揭示了语言除沟通功能外的深层价值

———文化认同与族群遗产[１０]。 Ｇｕｄｙｋｕｎｓ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 认为, 语言影响民族认同的形成, 民族认同也影响语

言态度和语言使用[１１]。 砂拉越的多元语言环境彰显了华人族群的聚集能量, 在本质上也表明对家乡语言

文化遗产的继承功能。 即便背井离乡, 华人依然保持着对乡音及民族文化的坚守。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

不仅利用方言交流, 还坚持使用汉语文字作为商业标识, 如商号 “长盛发” “丰源号” “振义号” “长吉

号” 等[１２], 以及战后延续的各种华语商号招牌如 “兴茂” “越华洋服” “广利银行” “金泉安有限公

司” [１３]等。 方言与华文商业招牌的使用不仅是对母语文化的认同, 也蕴含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代代相传的

信念。 在一些商号命名中, 华人往往倾向于选择具有庇佑以及自我祝愿意蕴的字词。 如 “金泉安公司”,
寓意着对经济收益期许的同时, 也充满对家国的思念情怀。 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的继承与传播, 已然成

为海外营商社群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
最后, 华人方言经济对于砂拉越地方性的构建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所谓地方性构建, 其核心在于空间意义的形成, 而这一过程源自人们的行为实践。 不同的行为主体

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 促成了地方性的动态变化与意义的流动[１４]。 作为多语言社会, 砂拉越地区集合了

马来语、 英语、 华语、 印度语以及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 这些共同组成了砂拉越社会语言文化。 方言经

济作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 首先代表的是华人与华语的社会形象。 无论是方言经济还是商号文化, 都是

华人各社群海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媒介。 语言文化一方面留存了华人对家乡及宗族的记忆, 同时也融入

当地文化, 为砂拉越区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群体间的交往, 华语充分发挥了促进砂拉越跨族裔间

信息交流和文化共融的功能, 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信赖。 方言经济在文化功能层面对丰富砂拉越地域特

色文化、 提升区域性交流以及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四、 结语

１９ 世纪以来, 砂拉越地区的华人经历了从个人奋斗到多社群集体发展的转变, 他们与布洛克政府一

起, 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并与砂拉越各民族共享劳动成果。 华语方言经济记录了华人迁徙、 奋

斗的历史轨迹, 也见证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 在砂拉越社会发展与海外华人精神内涵方面创

造了独特的空间价值。 砂拉越方言经济及其人文特征, 不仅突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与辨识社群的功能,
也推动了砂拉越经济结构的优化, 并在政治生态中为华人争取了社会地位, 促进了族群间的和谐与文化

融合, 这些为了解华人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时, 华人方言经济也承载了族

群文化传承与文明社会共建的深远意义,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了形象化的展示, 也是中

华语言文化融于世界大家庭的一次具体实践。 如今, 砂拉越地区已成为亚洲海上 “一带一路” 经济倡议

中的重要区域之一。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在马来西亚东部乃至整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中均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华人社群、 华语以及华人经济在砂拉越地区的融合经验, 为各国经济交流与文化互鉴也提供

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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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ｐ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ａｚａａｒ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ｐ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ｅｄ ｂｙ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ｅ ｅｒａ,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ｏｃ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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